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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走出去”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
吴  崇，陈美花，岳梦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2013年是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加速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跨越发展交汇的起点，但目前有关我国国企改革的研究大多未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赋能国企协同创新的政策效果。为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视角出发，基于沪深两市2003－2019年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4 102家国企样本数据，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等检验方法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较大的两国技术差距、东道国治理水平和企业吸收能力的情境下更加明显，而且可以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作用。据此，应进一步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外循环赋能的创新发展动力，发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监督制衡和枢纽传递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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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Impact of Mixed-Ownership Reform on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of Subsequent OFD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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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eeking strategic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mpowerment through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OFDI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listed companies "going global"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this study takes the impact of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policy in the "observation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of 2013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mainly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DID)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IV-2SLS) and other testing methods to expan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mixed-ownership reform on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of subsequent OFD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OFD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out mixed-ownership reform, mixed-ownership reform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of subsequent OFD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bove results are more obvious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 technology ga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ixed reform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of OFD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diversity of directors appointed by non-state-owned shareholders and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focusing on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empowering external circ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xed-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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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加剧，高质量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发布的《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指出要积极吸纳国际先进科技，促进国内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因而，在先进技术追赶和高水平创新资源约束的前提下，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成为我国当前战略发展的关键路线。其中，外循环作为发展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示着国企仍然需要更好地吸引全球创新资源要素，这既满足了国内需求又会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和增添企业竞争新优势[1]。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大量“出海”，更要激发它们的长效动力机制，在更加开放格局中获取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其实，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已发现，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OFDI，均可通过研发要素获取、模仿跟随和产业扩散等机制产生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企业技术进步产生积极作用[2,3]【前文说是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但著录的是国内学者的文章？表述前后逻辑不清。且，文献标引不应堆叠，其中哪些观点或哪些具体表述引用了哪篇文献要明确】。
[bookmark: _Hlk116746179][bookmark: _Hlk110323335]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提升创新能力，对于企业履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至关重要。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更是要求国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有更大作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曾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的混合所有制方案。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节奏明显加快，旨在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交叉持股，实现不同资本的优势互补，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和运行效率。总体来看，我国国企的混改历经了“混产权”与“混机制”两个关键性发展阶段[1]。然而，目前有关国企改革的研究大多基于2005年前后改革的国企，其中【赘述，下文已述】或者是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的效率观考察股权融合和结构制衡与国企创新的主要关系，如陈林等[4]、罗宏等[5]的研究，或者是从资源依赖理论的互补观考察所有权特征形成的资源互补对国企创新的重要影响[6]。可见，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于探讨混改对国企创新的作用[6]【这个句子是原句引自文献6还是基于文献6得出的论断？如为后者，则应对文献6的研究情况加以阐述】，较少的研究涉及到混改对它们国际化进程的影响[7]【问题同文献6】，这就割裂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际化进程和国企高质量创新三者之间有机关联的经验直觉和实践规律，而这三者之间内在联系的拓展研究又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OFDI技术寻求双向创新赋能的需求同步，需要拓展和深化[8,9]【问题同文献6，且不应堆叠标引参考文献，具体从哪篇文献引用了什么应清楚交代】。
鉴于上述研究局限，提出以下问题：2013年伊始，我国政府大力推进的混合所有制能否有效促进2013－2014年后“走出去”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如果可以，混改又是通过哪些作用途径影响该类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能够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提升国企创新水平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参考，而且能为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微观证据。基于此，本研究借鉴余明桂等[10]、陈林[11]的观测期法，将2013－2014年混改后“走出去”国企组织成总的自然实验观测期和样本组，选择2003－2019年期间重点投资发达国家的国有工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探讨混改对随后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具体研究方法和样本在下文“模型设定”中交代即可】。
【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bookmark: _Hlk109239642][bookmark: _Hlk109641205][bookmark: _Hlk109239664]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在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显著差距的背景下，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加速”的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应是提升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协同性举措。目前仅有的研究，多数关注探讨混改对国企创新的作用，很少涉及分析混改对它们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更没能阐明国企混改、国际化进程和高质量创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机制。本研究通过引入混改政策冲击的准自然实验，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连续中介作用机制和企业异质性影响，扩展了混改对国企创新影响研究中的论证路径和边界条件，研究内容更符合国企的混改实情和OFDI技术寻求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其次，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的“混改能够显著地提升随后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水平，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来促进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发展”等主要结论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和深化，厘清了混改对随后“走出去”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机理，这就对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效果做出了明确评价，为进一步优化国企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促进它们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
2  制度背景、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2.1  制度背景
国企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就一直处于不断摸索和创新过程。虽然，早期国家政策尚未出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法，但是，混改早在改革开放前夕就已拉开序幕。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如下两个突出阶段：第一阶段（2004－2013年）为调整完善时期，属于产权混合的推进阶段，亦是国企发展混改的关键时期，致力于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来推动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产权结构改革以促进国企效率的提升；第二阶段（2014年至今）进入了混改发展的深化加速时期，属于机制混合的强化阶段，其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1+N”政策文件，旨在通过产权混合推动党组会、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理层权责关系等多维机制建设，主张通过积极引入各类非国有资本的股权多元化解决国企突出的代理问题，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12]。 
[bookmark: _Hlk112232523]总之，国企混改正经历了产权混合的调整完善期向机制混合的深化加速期发展，而2013年正是这两个重要时期的衔接点，2013年的混改推进作用和强化效应举足轻重，然而，目前有关国企改革的研究大多基于2005年前后改革的国企，对于2013年伊始深化加速阶段的有关政策效果研究较少。而且，2013年也是我国OFDI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的跨越发展期的拐点【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请参照国家标准GB 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那么，在混改促进国企的技术寻求战略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应是国企创新赋能的协同性举措。可见，在2013年伊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加速”、我国OFDI“跨越发展”两期交汇的起点【赘述】，因此，就混合所有制改革、OFDI进程和国企高质量创新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持续关联和影响机制的研究亟待拓展。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随后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
关于2013年开展的新一轮混改是否能如期改善治理结构并提高国企效率已有较多的理论研究进展，众多研究表明国企混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企所有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的变革。一方面，从所有权结构变革的角度，引入非国有资本是推进国企改革及其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只有当股权结构多元化达到一定的阈值范围，非国有性质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才得以显现[13]。张伟等[14]研究发现，当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资本占比越高，其研发投入也越来越多。进一步，徐伟等[15]、杨运杰等[16]的研究发现，当国企混改进入机制混改的深化加速时期，从高层治理结构变革的角度，混改只实现产权层面“形式的混”意义并不大，还要进一步实现高层治理结构中“机制的合”，即在我国国企特色治理结构的情境下，非国有股东只有通过委派董事（含董事长）促成高层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才能带动混改国企决策经营机制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而对混改国企的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可见，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普遍把混改与国企创新的关系作为一个内循环问题加以探讨，然而，在2013年伊始的国企混改“深化加速”、我国OFDI“跨越发展”两期交汇的起点【赘述】从混改促进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视角探讨2013年混改后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作用机制的研究亟待丰富。可以预想，混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企因政治负担【表意不明。表述用语须斟酌严谨】而导致的创新意愿不足，而且从政府管控向非国有股东参与下多元共治的转变使得国企能够更好地利用民营股东的创新动力，并发挥外资股东的国际化经验、信息优势和专业能力，通过OFDI加大对境外稀缺性和互补性创新资源的整合力度[7]；同时，混改有利于打破国企董事会中“一股独大”垄断的格局，使民营和外资股东通过委派董事成员实现混改国企高层治理结构的深度融合及有效制衡，这为混改国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决策营造了有利的内部创新环境、增添了新的发展动力，并增加了企业在混改推动下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可能性，有利于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17]。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相比未经混改的OFDI国企，混改对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有正向影响。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机制
2.3.1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的监督制衡机制
考虑到混改促进国企OFDI技术寻求的可能性，当国企混改由调整完善时期的产权混合阶段进入深化加速时期的机制混合阶段，现有的研究发现，国企在所有制层面的股权交叉融合改革基础上，还要推进以董事会为核心的高层治理结构多元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行政化管理与快速创新性响应之间的冲突【补充标引著录这一研究发现的代表性文献】。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放权意愿较高时，民营和外资股东参股国企的比例及其委派董事比例普遍提高，这一结果表明政府放权意愿对国企股权融合性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力[18]。李春玲等[19]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国企股权结构的改革，非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越多，其在董事会决策中拥有的话语权越大，越倾向于为了追求企业效益而更多地进行创新投入。因此，民营和外资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并持有一定的股权之后，为了追求技术垄断租金和国际竞争力，会积极与国有股东沟通并要求按持股比例委派董事参与高层治理，促进国企决策经营机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一步，民营股东和外资委派董事促成的董事会成员多样性，在降低政府对国企经营行为干预程度的同时，有利于促成国企经营代理权的良性竞争，促使混改国企借力民营股东的创新动力、外资股东的国际化经验、专业能力和信息化优势，强化混改国企加强OFDI技术寻求战略和全球竞争力培养，这有助于企业高质量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20]。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混改可以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的监督制衡机制促进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
2.3.2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枢纽传导机制
[bookmark: _Hlk99403141]实施技术寻求战略的国企可以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自身高质量创新发展，即企业可以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渠道吸收被投资国的知识、技术，带动母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这方面，Kogut等[21]的研究早就发现日本企业偏好通过与美国当地企业合资，以获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并由此提出了OFDI作为母公司通过海外机构实现逆向技术溢出的途径猜想；后续，Chen等[22]的研究也验证了该猜想。此外，Driffield等[23]进一步把企业OFDI 区分为技术获取型和效率寻求型，前者为对高强度研发资源的东道国投资，后者是对低强度研发资源的东道国投资，而且实证发现这两类OFDI均能促进母国企业生产率或技术创新的增长。
[bookmark: _Hlk111360177]综上，民营和外资股东委派董事促成的董事会成员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混改后国企增加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倾向，并通过OFDI的技术寻求战略形成技术消化吸收的区域枢纽，实现外部知识获取并向集团内部共享和传导，进而推动技术突破下的创新成效增长，提升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效率。因此，可以推测，在混改促进国企OFDI技术寻求战略倾向的情境下，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在混改和国企高质量创新发展之间发挥枢纽及传导的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混改可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枢纽传导机制来促进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依据混改促进国企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可得路径，尝试构建如图1所示的两阶段理论概念模型。第一阶段是混改影响国企OFDI阶段（out），即混改政策冲击、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对国企OFDI决策及技术寻求战略的影响；第二阶段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创新转化阶段（in），即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创新转化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在影响“out”阶段，基于国企改革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混改政策影响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的监督制衡机制；在促进“in”阶段，基于企业国际化理论和逆向技术溢出理论，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国企高质量创新的枢纽传递作用。







【图1中：1.“Stage”修改为“阶段”，“Out”“In”全文统一用小写；2.“两阶段”的双引号去掉；3.图片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国企高质量创新
Stage 1：Out
Stage2：In

逆向技术溢出视域下的“两阶段”概念模型
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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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混改促进国企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高质量创新发展的两阶段理论概念模型

3  实证设计
3.1  样本和数据来源
选取沪深两市工业企业全库中OFDI的国企作为研究对象，有关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考虑到我国混改分类改革部署的特色，自然垄断类、关系国家安全类以及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类的国企在成本函数、承担国家使命等方面与一般工业类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剔除了上述各类的混改国企样本，最终筛选出2003－2019年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4 102个国企样本。此外，人工收集上述样本公司年报披露的股东性质、股东持股、委派董事与高管等数据，并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对专利数据进行补充。
3.2  模型设定及主要变量
[bookmark: _Hlk112185158][bookmark: _Hlk111434864]根据现有相关研究，采用基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法对H1进行验证。由于混改在各地推进的时间不一致，不同企业实施混改的时间也不一样，考虑到2013年至今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促成国企混改的加速深化时期，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OFDI的跨越发展期[24]，因此，参照余明桂等[10]、陈林[11]【注意修改文献引用序号】的观测期法，将在2013年伊始改革时间不一致的实验组样本组合为实验时间近似一致的自然实验样本。此外，将整个研究期间分为3个区间，以 2013－2014 年为本次公共政策实验的观测期，2003－2012年是混改前的阶段，2015－2019年是混改后的阶段，以此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组间及混改前后的绩效差异。
为了检验H1，首先，确保所选择的国企样本均是OFDI企业；其次，相比对照组中未经混改的OFDI国企，实验组中的国企样本需要在OFDI之前均已实施了混改。据此，本研究考察混改是否对随后OFDI国企和未经混改OFDI国企产生差异影响【赘述】，设计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1）

                                                         （2）











式（1）（2）中：表示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利用样本企业OFDI后连续3年新增发明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测量，这是因为发明专利较难获得且技术要求较高，多属于实质性创新，这与“走出去”技术寻求型战略目标及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践规律相符；为处理效应的时期虚拟变量；为处理组虚拟变量；为双重差分估计量，表示与的交互项；和分别是企业层和东道国层的控制变量；和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e、h和t分别表示企业、国家和年份。




[bookmark: _Hlk111373858]若国企属于2013－2014年实施混改并随后OFDI的样本，则将其界定为实验组，分组虚拟变量取值为1；2003－2019年未经混改的OFDI国企样本则定义为对照组，；2015年及之后的时间差分变量取值为1，2013年之前的=0【下式中已表述清楚了，无须赘述】。分组与时间差分变量取值如下：

                             （3）

                                       （4）
3.3  变量定义【以下内容与上文有重复交叉之处，】
3.3.1  被解释变量

国企高质量创新（）。利用国企样本OFDI后连续3年新增发明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测量。这是因为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较容易获得、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且含金量小，而发明专利较难获得且技术要求较高，多属于实质性创新，这与“走出去”技术寻求型战略目标及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践规律相符。
3.3.2  解释变量








双重差分估计量（），即时期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中，为处理效应的时期虚拟变量，参照上述“观测期”法的思路，如（3）式和（4）式所示，设定2013—2014年为混改观测期，因而2015年及之后年份的=1，2013年之前的年份=0；将2013—2014年混改后OFDI国企设定为实验组，即，全时间跨度内未发生混改的OFDI国企设定为“控制组”即。
3.3  中介变量
（1）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MIX_D）。考虑到我国特色的国企治理结构以及董事成员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参考蔡贵龙等[18]的研究，用民营和外资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作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的典型测度指标，以民营和外资股东委派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进行衡量。 

（2）OFDI逆向技术溢出（SRD）。目前学术界主要依据Potterie等[25]的LP模型原理来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利用国外研发资本溢出衡量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参考尹东东[26]等的研究，以研发资本溢出作为地区层OFDI双环流技术互溢的基础代理指标，表达形式如下：        

                                                   （5）












[bookmark: _Hlk110666880]式（5）中：表示我国时期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表示时期国家的生产总值（GDP）；表示时期国家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为地区在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其次，考虑到个体层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难以借助相关数据库直接衡量，因此按照同类研究惯例，根据LP模型原理，在式（3）【核实】的基础上加入各样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权重，得到个体层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作为全样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基础代理指标。

                                                             （6）












[bookmark: _Hlk110695044]式（6）中：是样本所在地区在时期通过OFDI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表示样本在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样本所在地区在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同时，考虑到混改影响OFDI国企创新增长应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里的以每家样本企业在OFDI后3年作为测度基础。


关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测量，参照了Goto等[27]及吴延兵[28]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即当期的研发资本存量等于滞后1期的研发支出现值与滞后1期的研发资本存量之和。则，东道国在时期的研发资本存量的表达形式如下：

                                                     （7）




式（7）中：为国（）年的研发支出，以基期不变价格折算，并参考李习保[29]的研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构造研发投入的价格指数；为折旧率，参照Coe等[30]的方法取5%。

从式（7）可以看出，核算研发资本存量需确定研发支出的现值、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和基期研发资本存量。因此，本研究【赘述】。根据吴延兵[28]的研究，在假定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等于研发经费增长率的情况下，国基期研发资本存量可用式（8）估计：

                                                        （8）



式（8）中：代表国基期的研发支出；为考察期内实际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
3.4  控制变量
设定的控制变量及其测度方法具体见表1。
【表1中，已在正文中用文字表述的内容无须再赘述】
表1  控制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变量
	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
	Lnpat
	国企OFDI后连续三年新增发明专利申请量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双重差分估计量
	DID
	时期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详见变量定义部分

	中介变量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
	MIX_D
	民营和外资股东委派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OFDI逆向技术溢出
（国外研发资本溢出）
	

	


表示国企样本混改之后在时期通过OFDI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ln size
	国企OFDI年初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成长性
	Growth
	国企OFDI年初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资产专用性
	FSP
	国企OFDI年初固定资产占总资产之比

	
	托宾Q值
	Tobin’s Q
	国企OFDI年初企业市场价值占总资产之比

	
	股权制衡度
	FCB
	国企OFDI年初第二大股东持股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之比

	
	高管持股占比
	HSS
	国企OFDI年初高管股份实际总额占公司股份总额之比

	
	董事会监管强度
	BOD
	国企OFDI年初董事会会议次数

	
	高管薪酬占比
	ES
	国企OFDI年初前3名高管薪酬与高管薪酬总额之比

	
	高管两职兼任
	Dual
	国企OFDI年初高管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取值为1；否则为 0

	
	东道国法治指数
	LI
	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司治理数据库

	
	东道国通货膨胀率
	INF
	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3  基本结果分析
3.1  基准检验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来验证H1，表2第（1）列与双重差分法的一般模型相一致，即只包括交互项DID，同时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并加入了企业层和东道国层两方面的控制变量，【赘述】结果表明（见表2），在1%显著性水平上混改正向预测了OFDI国企创新。进一步，考虑到行业、国家和个体的潜在趋势变化可能会产生遗漏变量偏误，在第（2）列—第（4）列【赘述】逐步增加了行业、国家、个体的时间趋势效应后发现，各系数估计值和符号均保持一致，交互项DID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相比未经混改的OFDI国企，混改带来的各类非国有股东的互补性资源以及治理结构的优化增加了混改之后国企OFDI技术寻求战略及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混改后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而且这种高质量创新水平的促进效应平均达到了约85%～90%，这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走出去”国企高质量创新的显著政策效应。据此，H1得到验证。
表2  研究假设的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双重差分法

	
	一般模型
	加入行业时间效应
	加入国家时间效应
	加入个体时间效应

	DID
	0.903 8***
	0.880 6***
	0.854 3***
	0.860 9***

	
	(0.121 7)
	(0.114 2)
	(0.113 6)
	(0.112 4)

	ln size
	0.330 5***
	0.363 2***
	0.369 7***
	0.347 2***

	
	(0.028 4)
	(0.025 0)
	(0.025 0)
	(0.025 9)

	Growth
	−0.079 3
	−0.036 2
	−0.112 2*
	−0.029 6

	
	(0.065 0)
	(0.063 7)
	(0.064 3)
	(0.067 1)

	FSP
	−2.135 1***
	−1.922 9***
	−2.247 9***
	−2.559 3***

	
	(0.160 7)
	(0.169 2)
	(0.178 9)
	(0.180 0)

	Tobin’s Q
	−0.236 6***
	−0.217 3***
	−0.218 6***
	−0.228 4***

	
	(0.028 3)
	(0.027 4)
	(0.026 8)
	(0.026 1)

	FCB
	0.229 5**
	−0.040 4
	0.091 6
	−0.181 6*

	
	(0.099 9)
	(0.094 0)
	(0.096 5)
	(0.096 5)

	HSS
	13.351 9***
	13.172 7***
	13.307 0***
	15.056 8***

	
	(0.737 0)
	(0.531 9)
	(0.541 9)
	(0.615 1)

	BOD
	0.080 5***
	0.057 7***
	0.061 7***
	0.033 6***

	
	(0.003 9)
	(0.004 0)
	(0.003 9)
	(0.004 5)

	ES
	−0.493 0**
	−0.228 5
	−0.139 8
	0.277 0

	
	(0.248 2)
	(0.272 7)
	(0.249 0)
	(0.242 9)

	Dual
	0.146 3
	0.108 9
	0.134 7
	0.141 9

	
	(0.161 6)
	(0.154 9)
	(0.154 2)
	(0.152 2)

	LI
	0.002 3*
	0.002 4*
	−0.003 6**
	−0.001 5

	
	(0.001 2)
	(0.001 2)
	(0.001 4)
	(0.001 4)

	INF
	0.087 9***
	0.084 1***
	0.080 7***
	0.061 3***

	
	(0.009 2)
	(0.008 8)
	(0.008 6)
	(0.008 5)

	常数项
	−4.949 5***
	−5.246 7***
	−4.768 6***
	−3.438 6***

	
	(0.699 5)
	(0.644 5)
	(0.642 4)
	(0.671 1)

	个体效应/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效应
	否
	否
	是
	是

	个体×时间效应
	否
	否
	否
	是

	N/个
	4 102
	4 102
	4 102
	4 102

	Adj. R2
	0.333 0
	0.370 4
	0.382 1
	0.402 8


注：1）*、**、***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
借鉴Liu等[31]的方法，构建式（9）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进行考察。

            （9）
图2汇报了逐年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2011－2014年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在2015－2019年显著为正，即相对于对照组的不显著，处理组的创新绩效均显著提高。由此可见，实施混改政策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国企创新绩效差异不存在显著变化，平行趋势假设得到验证。
3.2.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估计结果受到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等影响，借鉴Ferrara等[32]的方法验证当DID的取值随机时对ln pat的处理效应不存在。在双重差分模型中加入个体时间效应进行估计，其中DID系数估计值的表达式如下：

                                      （10）

式（10）中，若使得的估计无偏，则λ为0。

为此，随机检验500次，结果如图3所示。随机分配的andom估计值集中分布在0附近，可以反推出λ=0。这表明以上基准回归结果中的影响是关注混改政策的结果，未受到遗漏变量干扰，即随机设立的处理组没有显著的政策效果，反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对处理组创新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是真实存在的。综合来看，估计结果并没有因为遗漏变量导致严重偏误。












【图2：1.横坐标标目“年份”应置于坐标轴下左右居中；2.添加纵坐标标目，注意文字方向如右图所示：[image: IMG_256]，纵坐标轴上的值的方向不正确，应顺时针旋转90度；3.图片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图2中：看不出何为对照组，何为处理组？且，如何看出是否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图中信息与文字表述不太一致。另外，请说明2011&2012、2018&2019结合在一起展示的原因】
【图3中：1.横坐标轴上的值，需要补全小数点前面的“0”，如“.1”应为“0.1；负数符号不正确，修改为正确的负号“−”；2.纵坐标轴上的值的方向不正确，应顺时针旋转90度；3.图片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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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混改对样本企业影响作用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3  混改对样本企业影响作用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3.2.3  倾向得分匹配（PSM）检验
采用卡尺匹配和核匹配两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通过给处理组的样本匹配对照组，使得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混改政策前尽可能没有显著差异，以避免样本自选择偏误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然后，在匹配后样本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混改影响的效果。表3中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各种模型设计下，两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系数、显著水平和符号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因此，本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3   样本匹配的PSM-DID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32059432]项目
	半径（卡尺）匹配
	核匹配

	
	基本模型
	加入行业时间效应
	加入国家时间效应
	加入个体时间效应
	基本般模型
	加入行业时间效应
	加入国家时间效应
	加入个体时间效应

	DID
	0.972 4***
	0.877 8***
	0.864 5***
	0.819 7***
	0.954 2***
	0.812 7***
	0.760 4***
	0.730 3***

	
	(0.125 9)
	(0.120 8)
	(0.120 5)
	(0.119 4)
	(0.125 1)
	(0.119 7)
	(0.118 8)
	(0.117 0)

	常数项
	−4.331 5***
	−5.037 0***
	−4.477 6***
	−3.216 7***
	−4.168 7***
	−4.952 2***
	−4.288 9***
	−2.685 5***

	
	(0.649 2)
	(0.613 1)
	(0.609 9)
	(0.638 0)
	(0.658 9)
	(0.616 5)
	(0.614 1)
	(0.638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效应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个体×时间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N/个
	3 499
	3 499
	3 499
	3 499
	3 522
	3 522
	3 522
	3 522

	Adj. R2
	0.308 2
	0.337 8
	0.349 1
	0.371 9
	0.304 8
	0.342 3
	0.361 3
	0.390 2



3.2.4  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反向因果以及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借鉴赵斌斌[33]等的研究，选取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占比（Expenditure）、是否位于西部地区（Location）作为工具变量，以Expenditure表示国企OFDI前所在地区财政支出与该地区GDP的占比，Location则是借鉴尹东东等[26]的做法。区分企业所在地是否属于西部地区原因在于：较高的财政支出水平意味着地方政府较大的影响力，这种政策变量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国企创新，但会借助当地政府较强的混改政策推行力度间接影响国企创新活动。相对于东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影响到当地政府推行混改的社会基础以及国企接受非国有股东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混改推行力度可能有所弱化，并间接影响了国企创新活动。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第（1）列是第一阶段回归，即使用DID对工具变量Expenditure和Location进行回归，【表中已有信息无须赘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Expenditure与DID显著正相关，Location与DID显著负相关，满足了如上推理的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使用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混改预测值DID_HAT进行回归，相比未经混改的OFDI国企，DID_HAT对ln pat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KP rk的LM统计量P<0.001，表明工具变量可识别；KP rk的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且第一阶段F值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识别问题；Sargan-Hansen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以上结果均表明所选的两个工具变量合理。另外，通过 OLS 回归与工具变量法回归之间 Hausman 统计量的检验发现，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来的回归，没有显著的内生问题导致估计偏误的原假设，即原 OLS 回归稳健可靠。因此，后面相关检验仍采用基于OLS 的回归分析。
表4  样本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项目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DID
	ln pat

	Expenditure
	0.735 1***
	

	
	(0.091 5)
	

	Location
	−0.181 1***
	

	
	(0.019 4)
	

	DID_HAT
	
	1.119 2*

	
	
	(0.587 0)

	常数项
	0.046 7
	−4.095 5***

	
	(0.071 4)
	(0.657 0)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效应/时间效应
	是
	是

	行业×时间效应
	是
	是

	国家×时间效应
	是
	是

	个体×时间效应
	是
	是

	KP rk LM statistic
	
	96.964

	P-value
	
	<0.001

	KP rk Wald F
	
	53.144

	10% maximal Ⅳ
	
	19.93

	N/个
	4 102
	4 102

	Adj. R2
	0.759 7
	0.395 4

	F值
	826.89***
	278.87***



[bookmark: _Hlk75428964]4  影响机制检验
[bookmark: _Hlk109199877]基于H2，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两方面来探究混改对随后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正向促进机制，建立如下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11）

                             （12）

        （13）
式（11）～（13）中，MIX_D和SRDe分别表示中介变量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
[bookmark: _Hlk110696215]回归结果表明（见表5）：MIX_D作为被解释变量时，DID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混改能够显著促进国企的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ln pa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分别增加中介变量MIX_D和SRDe之后，MIX_D、SRDe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均相比基础回归中的DID估计系数（见表2）符号不变、大小却有所下降，意味着混改可以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监督制衡机制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枢纽传导机制促进国企高质量创新；SRDe作为被解释变量时，DID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混改能够显著促进国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ln pa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增加中介变量SRDe之后，SRDe系数著为正，相比基础回归的DID系数符号不变、大小却有所下降，意味着混改可以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枢纽传导机制促进国企高质量创新【赘述】。此外，将MIX_D和SRDe同时加入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成立，与以上基础回归结果相比，DID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但其值进一步下降，这表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的监督制衡、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枢纽传递是混改影响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两个承前启后渠道。
【补全表5的表格底线】
表5   混改对样本国企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MIX_D
	SRDe
	ln pat

	
	
	
	加入MIX_D
	加入SRDe
	同时加入MIX_D和SRDe

	DID
	0.027 9***
	0.259 9*
	0.681 8***
	0.710 3***
	0.674 5***

	
	(0.005 0)
	(0.139 3)
	(0.121 0)
	(0.119 0)
	(0.119 8)

	MIX_D
	
	
	1.269 0***
	
	1.276 1***

	
	
	
	(0.413 0)
	
	(0.416 2)

	SRDe
	
	
	
	0.026 9*
	0.027 3*

	
	
	
	
	(0.014 8)
	(0.014 7)

	常数项
	−0.077 6***
	0.257 6
	−7.984 8***
	−8.090 2***
	−7.991 3***

	
	(0.022 5)
	(0.755 5)
	(0.527 5)
	(0.526 3)
	(0.525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个
	4 102
	4 102
	4 102
	4 102
	4 102

	Adj. R2
	0.507 2
	0.457 1
	0.440 8
	0.439 8
	0.441 2

	Sobel检验
	



    为了稳健起见，采用Sobel法和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结果表明两个中介效应的 Z 统计量均显著，而且DID对ln pat的直接作用以及MIX_D和SRDe的中介作用的bootstrap的95%置信区间上、下限均不包含0，MIX_D和SRDe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8.204 2%和20.506 0%【赘述】（见表6），H2和H3得到验证和进一步解释。
表6  混改对样本国企影响作用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
	变量
	效应
	观测系数
	Bootstrap
	效应占比

	
	
	
	标准误
	Boot 95%置信区间
	

	MIX_D
	间接效应
	0.237 0
	0.024 8
	（0.188 3, 0.285 7）
	28.204 2%

	
	直接效应
	0.603 3
	0.127 1
	（0.354 1, 0.852 5）
	71.795 8%

	SRDe
	间接效应
	0.069 7
	0.020 9
	（0.028 8, 0.110 6）
	20.506 0%

	
	直接效应
	0.270 0
	0.128 6
	（0.017 9, 0.522 1）
	79.494 0%


注：Bootstrap的重复次数为1 000次。
5  异质性分析
5.1  所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异质性检验
[bookmark: _Hlk107411026][bookmark: _Hlk107411078]在混改促进国企技术寻求战略背景下，企业所在东道国特征对混改后OFDI国企的创新成效必然产生差异影响。首先，技术差距理论认为技术势差是影响国际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权变因素【补充引注此理论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若为图书类文献，务必标注引用的具体页码】。从技术势差驱动的视角来看，混改对OFDI国企创新绩效的影响会因东道国与母国本地的不同技术差距而存在差异，技术势差越大，东道国企业提供的技术示范和模仿空间越大，决定了企业由此会获得多大程度的溢出效果。其次，东道国治理水平被认为是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及企业创新环境影响的另一重要情境因素，即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其政策发展越有可预期性，且政府领导人员清廉与寻租和交易成本越低越有利于OFDI国企进行多样化学习并获取技术溢出。为了进一步探讨东道国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参考李梅等[34]的研究思路，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中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的东道国与中国差值来衡量两国的技术差距，并选取世界银行公司治理数据库的全球治理指数在政府效能、监管质量、腐败控制等6个维度的得分均值来衡量东道国治理水平。回归结果显示（见表7），相比低技术差距的情境，高技术差距情境下DID系数皆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相比低东道国治理水平的情境，高东道国治理水平情境下DID系数显著且其值增大；而且，组间系数比较检验皆在1%水平上显著成立。这表明，相比较小的东道国技术差距和治理水平，混改后OFDI国企所投资东道国的技术和治理水平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对国外研发资本的获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这支持了混改对企业高质量创新促进作用受到企业所投资东道国特征异质性的影响。
【表7中两大类间第一道细线间隔断】
表7  样本国企业中两国技术差距和东道国治理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技术差距
	东道国治理水平

	
	高技术差距
	低技术差距
	高东道国治理水平
	低东道国治理水平

	DID
	0.693 3***
	−0.170 6
	1.632 0***
	0.751 2***

	
	(0.155 7)
	(0.211 6)
	(0.212 7)
	(0.129 2)

	常数项
	−7.661 0***
	−7.120 6***
	−16.129 5***
	−3.759 9***

	
	(0.783 0)
	(0.810 3)
	(1.881 2)
	(0.825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N/个
	2 040
	2 062
	1 878
	2 224

	Adj. R2
	0.454 7
	0.358 0
	0.425 1
	0.458 4

	系数比较检验
	1.086 9***
	0.924 3***



5.2  企业吸收能力的异质性检验
国际化视角的吸收能力理论认为跨国企业的吸收能力会在国际化过程中延伸，其中吸收能力是指跨国企业在国际范围内评估、吸取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补标引著录此理论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若为图书类文献，务必标注引用的具体页码】。因此，吸收能力是一个贯穿国企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创新增长过程不可或缺的协同要素，吸收能力较强的国企能够快速和准确地评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资源，提升它们对外部新知识获取和转化的能力。为了探讨企业吸收能力的异质性影响，参照当前吸收能力的两种主要测度指标，如成力为等[35]、Liu等[36]的研究，分别以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基于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吸收能力测度中，相比低吸收能力的情境，高吸收能力情境下DID系数显著且其值增大；基于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的吸收能力测度中，相比低吸收能力的情境，高吸收能力情境下的DID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组间系数比较检验皆在1%水平上显著成立。这表明，相比较弱的吸收能力，混改后OFDI国企的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对国外研发资本的获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这支持了混改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企业吸收能力异质性的影响的观点。
表8  样本国企吸收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基于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吸收能力
	基于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的吸收能力

	
	高吸收能力
	低吸收能力
	高吸收能力
	低吸收能力

	DID
	1.095 8***
	0.400 8***
	0.648 3***
	0.153 2

	
	(0.248 0)
	(0.122 4)
	(0.157 7)
	(0.135 2)

	常数项
	1.086 1
	−5.567 5***
	−10.001 2***
	0.381 6

	
	(1.173 5)
	(0.772 7)
	(1.013 6)
	(0.736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N/个
	2 010
	2 092
	2 021
	2 081

	Adj. R2
	0.458 9
	0.375 1
	0.439 0
	0.703 6

	系数比较检验
	0.416 2***
	0.829 3***



6  结论与启示
[bookmark: _Hlk84357383][bookmark: _Hlk84357563]通过运用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本研究实证分析混改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相比未经混改的OFDI国企，混改对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较大的两国技术差距、东道国治理水平和企业吸收能力情境下，混改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本研究成果对深化国企改革及其高质量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避免自评】（3）混改主要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来促进国企的高质量创新。
[bookmark: _Hlk112851853]基于上述结论，得到以下启示及建议：（1）强化混改推动国企外循环赋能的创新发展动力。国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正扮演着领航者和搭桥者的双重角色，前者凭借创新优势引领国内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后者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实现国内资源在国际市场循环畅通，因此，在混改促进国企技术寻求战略的背景下，混改后国企可以借力所有制改革及治理机制优化，充分利用民营股东创新的鲜明本性，积极发挥外资股东的国际化经验、信息优势和专业能力，在更加开放的格局中主动整合稀缺性和互补性的创新资源，从而在更高水平的外循环中创新赋能，在提升自身高质量创新能力的同时促成可持续性的引领作用和发展动力。（2）发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监督制衡和枢纽传递机制作用。混改后国企应借力深化加速期的混改政策，因势利导地实施产权改革及高层治理结构变革，积极利用民营和外资股东的股权深度融合及其委派董事多样性促成的有效制衡，促使高层治理结构优化及创新决策质量提升，增强企业通过OFDI技术寻求型战略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愿和能级；进一步地，充分利用上述两种重要渠道，促进外部知识与技术的有效吸收与内化，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3）开发东道国区位“因势”和企业吸收能力“利器”的协同功效。为了配合混改促进国企实施OFDI技术寻求战略，发挥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枢纽传导机制，一方面，混改后国企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技术势差和治理环境的枢纽及支撑作用，因势利导地评价与定位哪些东道国可以支持其现有技术轨道发展的接续或迁移，变技术势差为赶超动力，借治理环境降交易成本，加大对产业链高端稀缺技术和价值链互补性知识的吸收及转化；另一方面，吸收能力作为一个贯穿混改后国企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创新增长过程不可或缺的协同要素，企业需要持续营造吸收能力的核心能力功效，努力借助非国有股权深度融合下异质性信息和互补性知识的分享和交流，激发企业在国际范围内评估、吸取和利用新知识的动态能力增长，努力将东道国稀缺性创新资源和产业前沿技术不断转化为内部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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